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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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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 一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
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条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基
础上，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 一个是欧
洲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
主义所有制; 另一个是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
(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理
论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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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
瞩目的巨大变化。不久前，中国又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短短 30 多年时间里，为
什么中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换言之，中国发
展道路取得成功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 深入的
研究启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深藏于马克思关
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
的这一理论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重视，而附
加在这一理论上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其他的原
因，又使人们迟迟未能认清它的重大价值。本文
试图追随马克思的思路，澄清他的社会形态理论
的原初含义，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
性指导意义。

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另一条线索

众所周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同
时又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马克思一
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 一条是
主线，也是明线，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资本论》就是
马克思这方面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结晶。另一条
是副线，也是暗线，即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
其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批判性研究。青年马克思偏
向于对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
偏向于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其成果散见于马克
思的论著、笔记、文稿和书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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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自
己阐明了这两条研究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 “人
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
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
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
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 P43) 也就
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作为“人体解剖”
是基础性的，而他对前资本主义的研究，即人类学
方面的研究，作为“猴体解剖”则在逻辑上是后续
性的。对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前一条线索，研究
者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的
重点是考察长期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另一条线
索，即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而马克思的社会形
态理论正是在其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被阐发出
来的。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实
证人类学研究之旅。据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对阿
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的全部
读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在 1853 年这一年中就读
了 8 本论印度的书，11 本论俄国的书。［2］( P171) 比
如，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医生兼旅行家弗朗斯瓦·
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后，在 1853 年 6
月 2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贝尔尼埃完
全正确地看到，东方 ( 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
度斯坦) 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这 甚 至 是 了 解 东 方 天 国 的 一 把 真 正 的
钥匙。”［3］( P256)

在 1860 年代，马克思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
著作《俄国的农村制度》，钻研了毛勒关于中世纪
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①并
在 1868 年 3 月 14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毛勒的
相关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老毛勒的这些书
( 1854—1856 年的，等等) ，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
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4］( P43)

在 1870 到 1880 年代，马克思在理论探讨上
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即几乎搁下了对《资本
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写和修改，把注意力转向
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为了直接阅读俄国人类学
家的著作，马克思还自学了俄语。1876 至 1878
年间，马克思研究了古代斯拉夫制度。［2］( P171)

1879 年 10 月至 1880 年 10 月间，马克思阅读并写

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
摘要”; 1880 年底至 1881 年 3 月初，马克思阅读
并写下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
摘要”; 1881 年 4 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亨
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
要”; 1881 年 3 月至 6 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
摘要”; 1881 年 8 月至 9 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一书
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从 1870 年代末到 1880 年代
初，马克思还写下了《历史学笔记》，摘录了施洛
塞尔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
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
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
《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
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马克思所摘录的史
料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后 17 世
纪上半叶，［5］( 前言，P1) 这也正是实证人类学研究十
分关注的时期。

现在我们要询问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晚
年马克思颠倒了研究主线和副线之间的关系，把
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实证人类学? 人们通常是从
“证实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漂亮
的转身”的。所谓“证实论”，是指晚年马克思之
所以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实证人类学，主要是
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证实其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释中，这种
“证实论”的动机是存在的。在 1868 年 3 月 14 日
致恩格斯的信中，当马克思提到自己正在研读毛
勒关于德国马尔克制度的近著时，欣喜地指出:
“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
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 ( 虽然毛勒
对此毫无所知) 再次得到了证实。”［4］( P43) 也就是
说，马克思原来只是推测，在欧洲社会的演化史
上，也曾存在过“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
式”，而这一推测在毛勒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
同样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
版序言”( 1884) 中，恩格斯也说过:“原来，摩尔根
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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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
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
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6］( 第四卷，P1)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摩尔
根关于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正
如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前
面的“说明”中所指出的: “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发
现，证实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唯物
史观。”［7］( PIV)

尽管这种“证实论”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我们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
种边缘性的、附带性的动机。如果像不少研究者
那样，把这种动机解释为晚年马克思转向实证人
类学研究的根本动机，那就不但误解了马克思，而
且也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加以完善化
的重要成果———社会形态理论。

事实正是这样。在十月革命后，以梁赞诺夫
为代表的苏联学者由于未认识到晚年马克思人类
学笔记的重要性，迟迟没有发表这些笔记。直到
1941 年，马克思关于摩尔根摘要的俄译本才被收
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9 卷加以出版; 马克思
关于柯瓦列夫斯基摘要的俄译本刊登在《苏联东
方学》杂志 1958 年第 3、4、5 期以及《东方学问
题》杂志 1959 年第 1 期和《亚非人民》杂志 1962
年第 2 期上，前后花了 5 年时间;马克思关于菲尔
摘要的俄译本发表于《亚非人民》1964 年第 1 期
以及 1965 年第 1 期和 1966 年第 5 期上，前后花
了 3 年时间;至于马克思关于梅恩、拉伯克摘要的
俄译本直到 1975 年才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版第 45 卷加以出版。令人惊奇的是，这五个
人类学笔记的出版竟然花了 34 年!［2］( P159 ～ 160)

其实，正是所谓“证实论”遮蔽了相当一部分
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晚年马克思人类学
笔记的重要性。然而，与东方学者不同，西方学者
却很重视这些笔记。二战后，收藏这些笔记的阿
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向国外研究者开放。
1972 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出版了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英文本，但未收录马
克思关于菲尔的摘要。1974 年，这本书就出了第
二版，随之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
文、法文及其他译本。在西方学者中，除了劳伦

斯·克拉德以外，诺曼·莱文、斯坦利·戴蒙德、
莫里斯·布洛赫等人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
的人类学笔记。［2］( P161 ～ 165)但这些探讨或者把晚年
马克思的实证人类学研究理解为对其早年哲学人
类学兴趣的回归; 或者把这一研究理解为对《资
本论》第二、三卷的背景知识的补充; 或者引申出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 或者在“两个马克
思”外又发现了“晚年马克思”等等，并未抓住晚
年马克思人类学转向的根本动因，因而也不可能
对马克思从人类学研究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形态理
论的原初含义作出合理的阐释。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
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6］( 第三卷，P777) 这就
启示我们，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看待马克思，才
能真正揭示他晚年人类学转向的真正秘密。我们
认为，晚年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人类
学，其直接的动因是: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
洲陷入了沉寂，革命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马克思
希望借助于实证人类学研究，深入地了解东方社
会的性质，从而为未来的东方革命指出一条明确
的道路; 而其间接动因则是: 通过对非欧社会，尤
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超出欧洲中心主义
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而这个
普遍规律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在长期思考中不
断加以完善的社会形态理论。显然，只有从这样
的视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马克思
的实证人类学转向，才会引起对马克思人类学研
究的伟大成果———社会形态理论的高度重视。

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一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所谓“五形态说”。在 1938 年出版的《联
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斯大林写道: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 原始公社
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主义的。”［8］( P137)在斯大林看来，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构成
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而这五
个社会形态对所有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具有普适
性。显然，这是对“五形态说”的经典性表述。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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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学说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
界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然而，“五形态说”
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致命的挑战。

一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过他
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 1845—1846) 中，马克思提到了“部落所
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
的或等级的所有制”。［9］( P25 ～ 27)从马克思叙事的背
景来看，显然也暗含着他对另外两种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认可。
尽管这里合起来也有五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
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并不是一回事。何
况，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开始接触实证人类学研
究方面的资料，尤其对史前社会的了解是很不充
分的，这从他对前面三种所有制语焉不详的叙述
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1859) 中，马克思在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理论以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
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
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 第二卷，P33)如果加
上马克思语境中暗含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里
也有五种社会形态，但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
说”也不是一回事，因为斯大林完全没有注意到
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
式是其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二是斯大林把“五形态说”表述为普适性的
社会形态演化理论，其实，这种学说只适合于欧
洲。即使如此，也得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在斯大
林所说的“原始公社制的”和“奴隶占有制的”中
间插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如前
所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毛勒
著作的研究时已经指出，在欧洲各地存在着“亚
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斯大林的“五
形态说”都不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准确概
括。况且，从我们前面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出
版史和传播史的回顾也可以看出，斯大林从来没
有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论，甚至根本
没有接触过晚年马克思写下的五个人类学笔记。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本人留下的文本中

去探索其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探寻这一理论的原
初含义。

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系统地
加以表述的不是“五形态说”，而是“三形态说”。
在叙述这一学说之前，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对人
类社会演化问题的思考中，存在着一个视角转换，
即从青年时期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向成熟时期的
实证人类学视角。

法国哲学家卢梭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者之
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755) 中，
卢梭已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
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平等
的;第二阶段是私有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
的;第三阶段是卢梭理想中的共和国状态，人与人
之间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新的平等关
系。②在卢梭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
( 1844) 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尽管马克思把自
己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批判
上，但他的论述方式已经蕴含着以下三个社会发
展阶段:异化前的、公有制的阶段，异化了的、私有
制的阶段，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 ( 共产主义) 的
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三阶段说”是马克思后来
提出的“三形态说”的雏形，但青年马克思对异化
劳动和私有制产生前的历史阶段的理解还不过是
哲学人类学上的一种猜测。在对现实斗争的参
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
尔主义思想的清算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并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把视
角转向实证人类学获得的研究成果上。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
经济关系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说”: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
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
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
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
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
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
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
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 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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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
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 P104)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作为根本特征的，这种社会
形态还处于自然血缘关系和狭窄的地域关系的制
约下。毋庸讳言，原始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都从属于这一社会形态，马克思在
这段话中所说的“家长制的、古代的 ( 以及封建
的) 状态”可以说把上面提到的不同的社会形式
都包含进去了。

马克思提到的第二个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
形态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 商品) 交换，从
而为人的多方面需求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
件。显然，这种社会形态指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
展的社会形态，从手稿的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
所说的“现代社会”正是指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提到的第三个社会形态是以“建立在
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
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作为根本
特征的，实际上就是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马
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
史的产物，因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
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
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
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
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
性。”［1］( P108 ～ 109)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
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第二编第二
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
谈到了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
制之间的差异，并追溯到原初的“以东方公社为
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1］( P471) 但在当时，由于
史前人类学研究资料的匮乏，马克思还无法对第
一社会形态中的原始公社作出更明确的论述。

在晚年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在“马·柯瓦列
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
才借用柯瓦列夫斯基的部分表述，明确地概括道:
“总之，过程如下: ( 1 ) 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
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 ( 2 ) 氏族公社依照氏

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即
‘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③由于人类社会演
化的起点———氏族公社通过实证人类学提供的材
料得到了科学的规定，这样一来，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形态
说”也从以下两个方面被进一步完善化了。

一方面，对第一社会形态的内涵和差异获得
了新的认识。如前所述，在稍晚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1859) 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
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
作 是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演 进 的 几 个 时
代。”［6］( 第二卷，P33)在这段话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被
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但在晚年人类学笔记所蕴
含的社会形态理论中，以土地公有和集体耕种为
特征的氏族公社④被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而亚
细亚生产方式则被阐释为氏族公社解体后形成的
次生或再生的所有制形式。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开始，欧洲社会与东方社
会的演化出现了不同的路向。对于欧洲社会来
说，经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过渡后，相继出现的是
“古代的”( 相当于奴隶所有制) 、封建的和现代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第一社会形态在欧洲的
表现形式是: 氏族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
会( 或古代社会) 、封建社会。对于东方社会，如
印度、俄国、中国等国家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一
直延续下来，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颉
颃。因此，第一社会形态在东方的表现形式是:氏
族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对第二社会形态的内涵和差异也
获得了新的认识。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
稿》中，第二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上下文可以看出，马
克思指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其晚年人类学
思想中，马克思展示出第二社会形态在东方国家，
尤其是俄国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就是马克思在
1881 年 2 月至 3 月间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中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但马克思认为，这种跨越需要两方面的条件: 一是
俄国农村公社长期以来保持的土地公有制度不被
破坏;二是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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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马克思这样写道: “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
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
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
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
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
峡谷，而 享 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切 肯 定
成果。”［10］( P437，注①)

但是，如何才能使俄国的农村公社在高利贷
和外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下继续生存，并得
以复兴呢? 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指出: “要挽救俄
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0］( P441)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明确指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
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 第一卷，P251)

有了上述两方面新内容的补充，马克思的
“三形态说”不仅在内容上被充实化、完善化了，
而且在表述上也变得明晰化了。我们认为，“三
形态说”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就其抽象的表
现形式来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
就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来说，它有差异地揭示了欧
洲社会与东方社会不同的演化模式。

马克思“三形态说”的抽象表现形式是: 第一
个社会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 →第二个社会形态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第三个
社会形态( 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 。

马克思“三形态说”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
两种。一种是欧洲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 第一个
社会形态( 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
建制) →第二个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
三个社会形态( 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 ; 另一种是
东方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 第一个社会形态 ( 氏
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 →第二个社会形态( 跨越
“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所有
制) →第三个社会形态 ( 未来共产主义所有
制) 。［11］( P40 ～ 41)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预
言并没有落空。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

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诞生了。人们 ( 包括列宁在内) 通常把俄国
革命的胜利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显
然，这一解释思路仍然奠基于马克思关于欧洲社
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模式，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
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的。事实上，早在《俄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 1895—1896) 中，列宁已经认定，
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显然，列宁没有阅读过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
笔记，也不可能看到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
稿。如前所述，这些复信草稿撰写于 1881 年，与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出版只相隔 14 年! 但
马克思和列宁对俄国当时的国情却作出了不同的
判断。事实上，马克思当时期待的俄国革命，并不
是欧洲社会形态演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即
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革命) ，而
是东方社会形态演进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即在资本主义制度旁边发
生革命，但仍然“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
成果”) 。

虽然列宁不了解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但他
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实
际上，列宁早在建党的过程中就与普列汉诺夫发
生过关于俄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认
为，从俄国所处的地域和社会结构来看，俄国在相
当程度上具有与印度、中国相似的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特征。而列宁则认为，俄国本质上已经是资
本主义国家。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才认识
到，俄国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
态。［12］( P85 ～ 88，P97)尽管列宁在实践中对俄国社会的
性质获得了新的认识，并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
来刺激苏联经济的发展，但列宁的过早逝世，又使
苏联在其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失误。坚持“五形态
说”的斯大林始终从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演
进的理论出发去看待苏联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
路，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一方面陷入了军备竞赛，另
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享用资本主
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重要性，终于导致了
苏联的解体。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
下，中国史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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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但当时史学界的领
军人物郭沫若、李亚农等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
形态演进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中，认为中国不但存在着封建社会，也存在着奴隶
社会。1938 年，斯大林的“五形态说”问世后，这
方面的争论也就难以为继了。尽管中国史学界存
在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但毛泽东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像俄国革命的胜利为苏联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必要
条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
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然后，建国以后，在和平发展时期，史学界误
判中国社会性质的消极影响开始发生作用了。事
实上，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毛泽东与郭、
李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⑤由于毛泽东也是从欧
洲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
因此在短短几年后他就宣布，中国已经完成对资
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下去的任务就
是如何通过“大跃进”赶超英国和美国了。晚年
毛泽东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
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之
间的差异，不了解中国乃是亚细亚所有制的社会，
从而导致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利，在毛泽东亲自
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几乎濒临
崩溃。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挺
身而出，在 1978 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
地放弃了晚年毛泽东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
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而这一理论在主要方面都切合马克思
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
态演进的理论。下面，我们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重新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如前所述，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中国像印度一样，是典型的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
克思明确地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
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
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

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
式。”［13］( 第三卷，P373)尽管邓小平没有使用过“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概念，更没有把这种生产方式理解
为中国古代氏族公社解体后的所有制形式，但他
敏锐地意识到东方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差异，并把
中国理解为落后的东方大国。有鉴于此，邓小平
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
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
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
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计划。”［14］( P252) 显而易
见，邓小平之所以把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判定为
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目的就是要摆
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退回到中国作为落
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境况中，并从这一实际境况
出发来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重新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
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启示我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要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前提是生产力
的高度发展和物质产品的充分涌流。所以，马克
思在叙述其“三形态说”时强调: “第二阶段为第
三阶段创造条件。”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领悟，他
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不是去消灭商品经济、消灭阶级，而是发展生
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
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
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
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4］( P63 ～ 64) 不用说，邓
小平的上述见解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事实
上，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马克思所说的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不但自由
个性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也会变成空话。

第三，制订“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马克思
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启示我们，以相互
隔绝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长期
处于封闭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因此，对于像俄
国、中国这样的亚细亚所有制的国家来说，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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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最终要想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根本不可
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闭关自守
的状态下;建国后又采取了“一边倒”( 倒向苏联)
的外交政策，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到了剑
拔弩张的地步;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直
到 1970 年代初才开始恢复。邓小平意识到，对于
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不改革、不开放而试图
发展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他反复强调: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
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
管理方法。”［14］( P63 ～ 64)与此同时，改革一切不适应
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
体制。正是邓小平制订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发
展战略使中国社会 30 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四，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
路。如前所述，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
思对俄国通过未来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形
态所蕴含的经济模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一方面
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另一方面
又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但马
克思没有对这种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命名。其
实，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邓小平提出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对这一经济模式的准
确命名。长期以来，人们坚守“市场经济 =资本
主义，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僵化的观
念，邓小平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观念: “计划经济不
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
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14］( P373)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正如马克
思强调只有俄国革命才能挽救俄国公社一样，也
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其执政党的地位，才能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繁荣。

第五，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马克思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赖以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是
在政治上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
在谈到印度的现状时就曾指出: “这些田园风味

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
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第一卷，P765)而与这种
专制制度相伴随的则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行政权
力的崇拜及民间流行的“清官意识”。邓小平认
识到，要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坚定不
移地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
而改革的焦点则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明确指
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
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14］( P244) 事实上，不以法制
为基础的民主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
命”中的所谓“大民主”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
邓小平强调，中国也不能照搬西方人的民主观念，
而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上面论述的五个方面大致勾勒出邓小平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由于这一理论
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因此，处处显示出它
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事实
上，就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人民出版社就
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 1985) ，其中收录了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
摩尔根、梅恩和拉伯克的四篇人类学笔记，而马克
思关于菲尔的人类学笔记则单独刊登在由中央编
译局编纂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 年第 1 期
上。不用说，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相继出版，
为中国理论界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原
初含义和历史价值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重要的
动力。

马克思的这些珍贵的笔记及其社会形态理论
表明，马克思非但不主张把欧洲社会形态演进中
的“奴隶制”、“封建制”简单地套用到东方国家，
尤其是印度、中国和俄国上去，反而经常阐明为什
么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所有制形式。比
如，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
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
制’、‘公职承包制’( 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
罗马就是证明) 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
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
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
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7］( P283 ～ 284)马克思
所说的印度的情况同样适合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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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说来，中国既未存在过罗马意义上的奴
隶社会，也未存在过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其实，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体现为
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在“在
亚细亚的( 至少是占优势的) 形式中，不存在个人
所有，只有个人占有; 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
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存在”。［1］( P481)实际
上，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保留着的这种
土地公有制，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准备了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的
农村公社时所指出的: “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
的肯定结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
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 我顺便指出，俄国
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
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 。”［10］( P444)

这样一来，我们不但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理解。我们认识
到，中国革命的秘密不应该到马克思关于欧洲社
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中去寻找，而应该到马克思关
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中去寻找。要言之，
与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不是欧洲意义上的、
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爆发的社会主义
革命，⑥而是在东方社会意义上的、在资本主义制
度旁边爆发的、既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
丁峡谷”，又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
果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来
说，关键是如何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而对东方
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关键是如何发展生产力。
显然，看不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
在的重大差异，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无
法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由于苏联共产党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苏联最终仍然落入了“资本主义制
度的卡夫丁峡谷”。现在，全世界的希望都转向
了中国。

与此同时，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获
得了新的理解。这条发展道路既不能用西方自由
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俄国历史上存在过
的民粹主义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两者都忽略了作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其实，俄国跨越“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爆发俄国革命，

而俄国革命的前提则是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因
此，没有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的一切都不可能
发生。这种情形同样适合于中国。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现有的一切也不可能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
理论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作出合理的解
释。实际上，正确地指引这一发展道路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
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结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5 －

876、890 页。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所写的

一个注中指出:“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

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

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

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

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

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

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

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2 页注②。

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卢梭关于“平等—不平等—平

等”的思想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精神。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1 － 483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2

页。马克思的上述结论也在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9 至 12 月的

《马尔克》一文中得到了印证。恩格斯这样写道:“有两个自发

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 民族

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53 页。

④如前所述，斯大林在叙述“五形态说”时把“原始公社”放在最

前面，这也是许多研究著作中常用的概念，而我们在这里为什

么用“氏族社会”呢? 因为“原始公社”这一用语在马克思那里

具有远比“氏族公社”复杂的含义。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版( 1873) 的一个注中，马克思指出: “仔细研究一下亚细

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

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把“原始社会”理解为人类社会演化的起点，但

在 1881 年致俄国学者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中，马克思又指出:“各种原始公社( 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

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

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 的解体的历史，还有

待于撰述。”显然，马克思在对俄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意识到

了“原始社会”概念的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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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39 ) 中，毛泽东写道: “中华民

族的发展……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

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

年之久。”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22 页。

⑥这个主题后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马克思

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得到了详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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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Social Forms and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

YU Wujin
(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clues interwoven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by Karl Marx throughout his
life: one was his study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political economy，and the other was his study of the pre －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nthropology． It was precisely on the basis of his study of anthropology that Marx founded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s，which
contains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one is the dimen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social forms—clan society，Asian ownership，
slavery，feudal ownership，capitalist ownership，future communist ownership; the other is the dimen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Ori-
ental social forms: clan society，Asian ownership，socialist ownership( “Karfding Canyon striding across the capitalist system”) ，
and future communist ownership． Marx’s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l social form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

Key words: anthropology，theory of three forms，Asian ownership，Karfding Canyon，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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